
 

 

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如何助推企业进入？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与实证

周剑涛，魏浩宇，李廷烨，王    博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战略重点，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环节，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支撑。文章聚焦产业用地弹性出让

这一关键的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从企业微观层面切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解析弹性出让政策通过

直 接 出 让 与 间 接 出 让 两 类 实 践 模 式 对 企 业 进 入 行 为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以 及 影 响 机 制 ， 并 以

2008—2022 年全国 277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

现，弹性出让政策平均使每百人工商企业注册数量增加 0.129 家。机制分析表明，弹性合约的灵活设

计缓解了企业前期资金约束与长期再谈判成本，从而能够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

险，进而增强企业进入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对小企业、服务业以及高经济水平城市更为

显著，而对大型企业和第二产业的作用相对有限。根据研究结论文章建议推行差异化供地策略并完

善配套制度，以提升政策精准性与区域协同性。文章的研究拓展了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微观作用的

研究维度，对于企业优化用地策略和政府完善改革方案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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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二十届四中

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了战略任务首位。作为企业发展的

空间载体和关键生产要素，土地尤其是产业用地的供应模式会影响新企业的进入，进而直接影

响实体经济发展质效。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是土地产权的实际管控和行使主

体，主导了产业用地的配置。当前，中国产业用地供应仍以最高年期出让为主，且存在产业用地

供应方式单一、与招商引资工作衔接不够、供应程序烦琐、地方政府和企业接受度不高等问题。

与此同时，以最高年期出让为主的供应模式，使得企业一次性取得土地的成本较高，难以适应不

同企业的实际用地需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灵活进入，也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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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产业用地最高年期出让模式产生的问题，中国率先在工业用地出让领域以弹性出让

为突破口进行探索。2010年，原国土资源部提出“探索更加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和弹性出让年

期制度”的工作思路，提高了工业用地的循环使用频率和土地利用效率；2015年，国家进一步强

调改革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机制，明确探索推行弹性出让制度；随后，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围绕

工业用地供应，在年限限制、价格规则、出让方式等方面出台系列实施细则，相继开展弹性出让

试点，以期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随着改革深化，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将弹性出让的实施范围从单一工业用地逐步拓展至混合工业、仓储、研发、办公和商业等

产业用地，并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强调完善弹性出让年期制度；

2025年 9月，国家在 10个区域开展为期两年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探索以弹性出让

为核心的产业用地市场化改革。

围绕产业用地弹性出让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从作用效果来

看，一方面，弹性出让政策可以通过缩短年期、灵活定价等方式，增强土地供应与产业生命周期

的匹配度（Dai等，2020），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Xi和Mei，2022），推动产

业用地集约化和高效化；另一方面，该政策强化了批后监管与绩效评价，推动形成了“供—用—管—

退”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从而提升了用地综合效益（刘昊，2023）。从实践操作来看，部分研究

聚焦于政策实施的障碍与突破，指出当前弹性出让仍存在年期设定标准不一、定价机制不健

全、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刘炎和孟祥舟，2024），建议通过制定基准地价标准（He 等，2022）、
完善续期与退出机制（Dai等，2020）、构建绩效评估体系（郑皓等，2022）等方式进一步规范与深

化弹性出让改革。此外，亦有研究从企业偏好（谢文婷和曲卫东，2021）、产权配置（梅林，

2022）、区域创新（Huang和 Du，2017）等视角探讨弹性出让在促进产业升级和支持创新型经济发

展方面的作用。可见，已有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政策设计、实施路径与宏观成效等方面，缺乏对弹

性出让政策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实证考察，相关作用机制也不明确；同时，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局

部地区或个体案例进行分析，缺乏全国层面大规模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

鉴于此，本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切入来研究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的影响。基于交易成本

理论，本文从合约结构视角系统解析了弹性出让政策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

明，弹性出让通过“弹性年期”“先租后让”等灵活合约设计，以直接出让（实体企业直接获取土

地使用权）与间接出让（由平台企业、房地产企业统一建设后再租赁）两种实践模式，有效降低了

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一方面，政策通过减少前期沉淀投资与提供稳定续期预期，缓解了因资

产专用性引发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政策通过提供灵活的用地年限与多元的租赁空间，降低了

因长期市场不确定性与合约刚性所引发的高额事后再谈判成本，从而激励企业进入。在此基础

上，本研究利用各城市推行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的时点差异，选取全国 277 个地级市作为研

究对象，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并整合应用 2008—2022 年多源数据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对企业进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进一步证实，该政

策同时存在直接出让和间接出让两类实践模式，二者都能通过降低土地取得成本与投资强度缓

解资产专用性风险，且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促进效应更强，印证了弹性出让具有降低

不确定性风险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中更为显著。上述

结论为进一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差异化、精准化改革提供了参考。

相较于已有成果，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边际贡献：第一，本文聚焦于产业用地弹性出让，

考察该政策对企业进入决策的微观影响。区别于现有文献停留于“弹性出让降低用地成本”的

直观逻辑，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构建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双维微观分析框架，从合约

结构视角阐释弹性出让影响企业进入的内在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在微观机制阐释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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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文突破以往创业研究主要关注融资约束、税收激励、市场准入等因素的局限，将土地这

一基础性要素的合约结构纳入创业决策分析框架，深化了对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的理解，对各地

政府设计更具包容性和适配性的“创业友好型”土地政策有一定启发；第三，本文基于全国范围

的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克服了已有研究多基于局部案例

的不足，为评估弹性出让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更直接、更准确的经验证据。

二、制度背景和理论机制

（一）制度背景

近年来，我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以往土地要素供给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并开启了土地要素市

场化改革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提升用地配置效率，自 21世纪初起，

国家开始大力推行以招标、拍卖、挂牌（以下简称“招拍挂”）为核心的出让制度改革。2006 年，

国家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并同步实施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

准，这标志着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已有研究发现，这一改革显著提升了

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能吸引与地方产业基础直接关联的新兴企业进入，最终促进产业集聚水平

提高和专业化发展（Tian 等，2024）。自 2011 年开始，各地方政府从土地要素配置的审批、供应

等各个环节进一步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并在全国逐步推广，包括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

改革、“亩均论英雄”改革和“标准地”制度等。

然而，上述工业用地的改革基本都建立在统一的规则设计之上，即土地供应固定年期。随

着经济发展向高质量阶段转型，传统单一化、刚性化的长年期出让模式难以适应产业升级需

求、企业多样化用地需求及降低初始成本的要求，工业用地供应制度开始向精细化、灵活化方

向演进。自 2010年开始，弹性出让制度逐步建立并持续深化，不仅国家层面明确鼓励采用长期

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弹性供应方式，地方层面也在积极探索实践。例如，广东省原则上

将工业用地出让或租赁年限控制在 20年以内；上海市明确规定工业用地可按照不超过 20年的

年期供应，该地价水平约为 50 年期的 60%，明显降低了企业的初期投入成本；浙江省桐庐县等

地探索“先租后让”组合供应模式，允许企业先行租赁土地并在履约达标后，以协议方式取得剩

余年限使用权。2022 年，自然资源部进一步发文强调健全工业用地弹性供应体系。2025 年，国

务院批复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将弹性年期等创新举措由工业用地拓展至混合产

业用地，该项改革成为了国家层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部署。

（二）运行模式

随着各地政府产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化，弹性出让制度在适用范围、年限设定、价

格确定及续期退出等核心维度上均实现了系统性拓展与完善。在适用范围维度，弹性出让制度

突破了传统工业用地的单一范畴，向复合型产业用地拓展。比如，北京市将工业研发用地、科研

用地纳入弹性年期出让范畴；①广州市进一步拓展至物流仓储用地、营利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及全自持商业商服用地。②在年限设定维度，各地普遍遵循“产业生命周期匹配”原则，构建

分产业、分区域、分存量和增量的差异化年限分级体系。比如，北京市对一般产业项目设定不超

周剑涛、魏浩宇、李廷烨、王    博：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如何助推企业进入？

 ① 资料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产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2025-12-31，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2512/t20251231_4384774.html。

 ② 资料来源：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州市人民政府官网，2025-

09-23，https://www.gz.gov.cn/gzzcwjk/gzdata/content/mpost_10459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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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0 年的出让年期，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投资强度高、回报周期长的重大产业

项目允许延长至 30—50 年，而对低效用地再开发及绿化隔离带内产业用地则实行年限上限控

制，以此兼顾产业引导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赋予政策实施更大的弹性空间。在价格确定维度，

实现了从单一年期定价法向年期修正系数法的转变，基本形成了“基准价格—年期修正—底线约

束”的三级定价架构，即以弹性年期占法定最高年期之比为核心修正系数，同步叠加工业用地成

本价、国家规定最低价标准及基准地价一定比例等多重底线约束，在保障土地资产收益合理实

现的同时，有效控制了企业初始用地成本。在续期退出维度，各地围绕履约评价结果建立起了

差异化的分类处置路径，将土地供应、使用监管与到期退出纳入统一的管理框架。对达到履约

要求的企业，支持以协议出让方式续期；对未达履约要求或不符合续期条件的，则按照监管协议

约定处置或由政府无偿收回土地，并对地上建筑物按残值补偿，以实现用地主体激励与约束的

制度化平衡。

基于上述制度实践，我国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在实践中逐渐分化出直接出让与间接出让两种

典型模式。直接出让模式以降低制造业企业用地门槛与初始投资成本为核心目标，通过缩短出

让年限、推行“先租后让”等弹性安排，将土地要素供给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性需求进行匹配，

使企业得以将节约的前期用地成本转移至厂房建设与设备更新等生产性投入。以湖北安陆市明

瑜药业为例，企业通过“5 年租赁+45 年出让”方式取得用地，仅支付前 5 年租金即启动项目建

设，将节约的数百万元资金直接投入无菌冷灌生产线引进，项目投产时间较常规模式提前了半

年。①间接出让模式以产业地产运营为核心，由国有平台公司或房地产企业通过弹性出让获取

土地，统一建设标准化厂房与配套基础设施，再以租赁或定制化转让方式面向中小企业进行空

间供给。这一安排既破解了中小企业因资金约束与用地门槛而难以直接拿地的现实困境，又通

过空间载体的集中供给与共享配套，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与产业集群的快速培育。比

如，在四川青神西南表处园区，平台公司拿地后统一建设了多层标准化厂房，并推出“定制出

售+灵活租赁”机制，中小企业无须经历烦琐拿地流程即可实现“轻装上阵、拎包生产”；②安徽蚌

埠则通过“土地超市”形式，由工投集团理顺复杂地块产权后，将地块纳入标准化厂房储备库，

推动新项目“拿地即开工”。③

（三）理论机制

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产业用地出让本质上是土地所有者与企业之间缔结经济合约

的过程，最终合约形式可视为在不确定性时，企业为最小化由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所驱动的

综合交易成本而做出的战略性选择（Cheung，1969；Williamson，2010）。一方面，土地固定性导致

企业在地块及其区位上进行的有形与无形投资均被“锁定”，形成高资产专用性（Lee，2022）。这

一约束会推高合约双方事前的谈判和缔约、事后的监督履约和再谈判等多项交易成本，从而激

励双方缔结长期租约，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交易和履约过程中

内外部不可预见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合约双方在事前花费更多资源搜集信息，由此推高

了信息搜集成本；而在履约阶段，一旦发生未预见情形，合约需要持续进行适应性调整，长期合

约在此情况下会引发高额的事后再谈判成本。因此，不确定性倾向于推动双方采用短期、灵活

的合约安排，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事前缔约成本，但能够有效控制事后再谈判成本。

  2026 年第 9 期

 ① 资料来源：《先租后让！模式变了，企业笑了》，《安陆市人民政府》，2024-10-16，https://www.anlu.gov.cn/alyw/1941647.jhtml。

 ② 资料来源：《四川青神创新打造节地集约新样板》，《经济日报》，2026-01-13，http://www.jingjiribao.cn/static/detail.jsp?id=632 162。

 ③ 资料来源：《蚌埠市淮上区创新机制盘活复杂工业用地 800 亩闲置土地变身“土地超市”》，安徽网蚌埠新闻，2026-04-01，https://

bb.ahwang.cn/bbnews/20260401/2988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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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买断式的传统出让模式与灵活的弹性出让模式在交易成本结

构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传统出让模式虽有助于保障产权的长期稳定，但其刚性安排难以有效降

低长期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类交易成本。在传统出让模式下，企业需一次性取得固定年期的产

业用地使用权，这不仅要求企业对未来数十年的市场环境、技术趋势做出预判，还会导致其在

事前因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而承担高昂的信息搜集成本，抑制了企业的进入意愿（毛琦梁和

陶浩铭，2025）。在事后阶段，长期合约难以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容易引发纠纷与再谈判，会进

一步推高履约成本。与此同时，尽管该模式通过产权的长期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产专用

性可能引发的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部分交易成本，但高额土地出让金的一次性支付

不仅加重了企业融资负担，也使大量资金沉淀于土地资产上，反而加剧了资产专用性风险。

相较于传统的买断式出让模式，弹性出让模式通过灵活的合约结构设计，能在多个维度上

降低交易成本：

一方面，弹性出让模式能降低企业的初始沉淀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节奏，缓解了资产专用

性引发的投资风险。尽管与企业签订的是年限较短的弹性合约，但其产权安排并不必然缺乏稳

定性。从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看，产业用地出让实质上可被视为一种分成合约，地方政府通过

一次性土地出让收入和未来长期税收分享企业成长收益，这种利益绑定机制削弱了其机会主义

行为的动机（张五常，2012；Gao 等，2022）。在操作层面，弹性出让可通过两类机制进一步控制

资产专用性风险：一是通过降低土地使用成本与投资门槛，减少企业的前期沉淀投资，从而直接

弱化资产专用性程度。具体而言，弹性出让通过“先租后让”（如“5年租赁+45年出让”）、“分期

缴纳土地价款” ①等具体安排，将用地成本与企业现金流相匹配，显著削减了前期沉淀投资。二

是该模式通过稳定的续期优先权与分类处置机制增强了长期投资的预期稳定性。政策普遍规

定，对达到履约要求的企业，在弹性年期届满时可通过协议方式优先续期。这种制度化的“优先

权”安排，结合履约监管机制，可有效抑制政府“坐地起价”或随意终止合同等机会主义行为，增

强企业进行中长期投资的信心，使企业敢于在短期合约下进行与生产工艺、技术路线绑定的中

长期专用性投资（Ye等，2018）。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能通过缓解企业资产专用性风险而促进企业进入。

另一方面，该模式通过提供灵活、多样的土地要素获取路径，显著弱化了企业面临的外部

不确定性风险。其核心制度安排体现为“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及“租让结合”等多样化供

给方式，地方政府基于分产业、分区域、分存量增量的差异化年限分级体系，根据产业生命周

期、企业实际需求等因素，选择短期租赁，设定短于法定最高年限的出让年期和特定出让条件。

在此框架下，企业事前仅需依据相对短期的市场信息进行投资决策，信息搜集与评估成本得以

降低。在事中履约阶段，这种“以短应长”的策略缩短了企业被锁定在固定地块上的决策周期，

并为政企双方提供了定期重新协商的契约窗口，企业可根据经营实况灵活调整用地策略，从而

有效控制因市场变动引发的高额事后再谈判成本。值得指出的是，弹性出让模式通常强调“一

地一策”，即在土地价格、租约结构、投资要求等方面进行个性化设定，这种高度异质化的合约

安排在谈判阶段可能会增加政府与企业的决策协调成本。但是，政策总体上增强了企业应对不

确定性的能力，尤其在外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政策的灵活性更受企业青睐，其促进企业

进入的效应也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H2：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能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促进企业进入，使得政

策效应在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更强。

周剑涛、魏浩宇、李廷烨、王    博：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如何助推企业进入？

 ① 除较低的总土地出让金外，部分地区允许按年度分期支付工业用地租金或缴纳土地出让价款，这进一步减轻了企业的前期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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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弹性出让政策的间接出让模式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无须直接购地即可获得稳定生

产空间的“轻资产”进入选项。该模式同样改变了企业获取生产场所的产权结构，使企业从必须

“持有”高专用性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购买”灵活的租赁服务，从而在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

两个维度上实现了更显著的交易成本节约。在资产专用性风险方面，间接出让模式完全消除了

企业对特定地块的长期产权投资及其“地点专用性”的锁定风险，并将沉重的土地与厂房建设

等前期沉没成本转化为可预期的运营期租金，极大缓解了企业的资金约束，其所释放的现金流

可用于核心生产活动。在不确定性风险方面，该模式为进入企业提供了期限更短、退出机制更

清晰的租赁合约，降低了企业因长期锁定和市场需求波动所面临的事前决策成本与事后再谈判

成本，赋予了企业高度的运营灵活性。综上，区别于直接出让模式，间接出让模式增加了依托土

地市场的产业空间市场供给，为众多无法或不愿直接购地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对轻资产和灵活

性有高要求的现代服务业与科技企业，提供了门槛更低、风险更可控的进入路径，从而与直接

出让模式共同成为弹性出让政策促进企业进入（特别是促进第三产业进入）的关键机制。

综上，弹性出让模式不仅能降低长期不确定性风险，还能通过合同约束和较低的初期用地

成本，缓解短期租赁模式所产生的资产专用性风险，降低企业前期进入和后期运营的交易成本，

最终促进企业进入。

三、识别策略与数据

（一）识别策略

基于不同试点城市推行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的时点不同，本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来识别弹性出让政策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Entryct = α+βELRct +ΓXct +σc+ρt +εct （1）

Entryct ELRct

Xct

σc ρt εct

β

其中， 为城市 c 在 t 年的每百人工商企业注册数量，以此表征企业进入情况； 表征城

市 c 在 t 年是否推行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是为 1，否则为 0； 表征一系列的城市时变控制

变量； 和 分别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基于此模型，所

估计系数 反映了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在推行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后企业注册数量

是否显著增加。

为进一步保证试点与非试点城市的充分可比性，本文拟使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差分模型是否

符合平行趋势假定，同时测度影响的动态变化过程，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Entryct = α+

7∑
k=−9,k,−1

βk×1
(
ELR_Yearct = k

)
+ΓXct +σc+ρt +εct （2）

1
(
ELR_Yearct = k

)
k

βk

其中， 为一系列虚拟变量，表征试点城市 c 在 t 年与政策推行初始年份的期数

差异是否为 ，以弹性出让政策推行时期前一期（–1）为参考点，回归时剔除该参考点；其余变量

与公式（1）相同。基于此模型，所估计系列系数 能够系统反映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政策

推行前后数期的企业注册数量差异是否显著。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Entryct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级市层面的企业进入情况，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公布的工商企业注册信息。该数据库涵盖了所有企业的注册名称、时间、地址、类

型、行业及资本等详细信息。首先，根据企业注册时间和地址，将微观企业数据加总为市—年层

面的企业注册数量。其次，为消除城市人口规模差异的影响，参考白俊红等（2022）的做法，进一

步计算各地级市“每百人企业注册数量”作为企业进入 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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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Rct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的实施情况。为准确识别各

城市政策推行的时点，本文手工收集各市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公开的政策文件并

进行整理。弹性出让政策的城市扩散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详见附录图 A1）。2010年原国

土资源部提出探索弹性出让的工作思路，政策进入初步探索阶段，但试点推进较为缓慢，截至

2014年，累计试点城市仅有 30个。2015年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探索推行弹性出让制度后，政策

扩散明显提速，试点城市数量迅速攀升，截至 2022 年，全国已有 270 个地级市正式出台相关政

策。基于此，本文构建政策虚拟变量 ，若城市 c 在年份 t 已实施弹性出让政策，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城市特征对企业进入的潜在影响，本文参考白俊红等（2022）和王泽

驹等（2024）的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人口规模（户籍人口总数）、政府干预程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 GDP 比重）、金融

发展水平（人均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对数）、医疗设施水平（医院和卫生院数量的对数）、教育支

出水平（教育支出总额的对数）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对数）。所有变量数据来

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全市口径指标，对个别缺失样本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

样本构造。本文以 27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 2008年至 2022年，最终得到一个

跨度为 15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270 个城市在 2022 年之前已推行弹性出让政策，其余 7
个城市至 2022年仍未推行，这为双重差分模型提供了有效的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选择旨在确

保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具有可比性。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附表 A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 汇报了模型（1）的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展示估计

结果。列（1）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用地

弹性出让政策”（ELR），其系数在 1% 水平上

显著为正，表明该政策对工商企业注册数量

具有促进作用。为控制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

固有特征（如区位条件）以及共同时间趋势

（如宏观政策冲击），列（2）进一步加入了年份

和城市固定效应，此时 ELR 的系数依然显

著。列（3）在列（2）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随时

间变化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以缓解遗漏变

量偏误。全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推行产业用

地弹性出让政策使每百人新增工商企业数量平均增加 0.129 个，相当于被解释变量标准差

（0.930）的 13.8%。以上结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即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对企业进入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即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干预前需具有共同

的发展趋势。本文利用模型（2）通过事件研究法考察弹性出让政策的动态效应。图 1 展示的传

统 OLS 估计结果显示，在政策推行前的各期，处理组与对照组在企业进入数量上均无显著差

异，这与平行趋势假设的预期相符。政策推行之后，处理组的企业进入数量显著提升，且效应呈

 

表 1    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与企业进入

（1） （2） （3）

Entry Entry Entry

ELR
0.690*** 0.134** 0.129**

（0.069） （0.056） （0.053）

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135 4 135 4 091

调整后的R2 0.130 0.780 0.78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的估计结果未予列出，备索。下表同。

周剑涛、魏浩宇、李廷烨、王    博：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如何助推企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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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续增强态势。然而，考虑到各城市政策

推行时间存在差异，传统 OLS 估计可能会因

“负权重”问题而导致系数估计偏误（林梦芸

等，2025）。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 Sun 和

Abraham（2021）的方法（简称 SA）进行估计。

如图 1所示，SA估计得到的动态效应模式与

传统 OLS 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基准回归结

果并未受到负权重问题的严重干扰，结果具有稳健性。为检验基准结果对控制变量选择的敏感

性，本文在模型（2）的设定下剔除全部控制变量，重新估计政策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动态效

应估计系数在政策实施前依然不显著异于零，支持平行趋势假设（参见附录图 A2）。
除平行趋势假设评检验外，本文进一步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安慰剂检验、控制省

级层面因素干扰、改变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和排除同期政策干扰，估计结果仍稳健。①

（二）机制分析

1. 产业用地弹性出让规模

基准回归表明，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入。为厘清其作用路径，本节进

一步分析政策如何影响产业用地结构。

首先，考察弹性出让规模的变化。本文充分考虑地方政策实践，聚焦工矿仓储、商业服务业

及科教科研三类用地弹性出让情况，②利用 2008—2022 年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各城市产业用

地微观交易数据测度弹性出让规模变化。其中，将实际出让年限短于法定最高年限的地块界定

为弹性出让地块。结果显示（参见附录图 A4），2017年以前，弹性出让地块的数量与面积均未呈

现显著增长，说明尽管早期有零星探索，但弹性出让尚未形成规模，这与政策扩散时序一致，

2014 年前仅 30 个城市出台相关政策，因此弹性出让规模增长并不显著；2014 年后试点城市快

速增加，至 2018年已达 214个，这直接带动了弹性出让规模自 2018年起显著扩张。以上证据初

步表明，政策推行有效扩大了弹性出让用地供给规模。

其次，本文进一步对上述发现进行因果识别。沿用模型（1）的设定，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弹

性出让规模（包括出让地块数量与出让面积），以识别政策对弹性出让规模的净影响。表 2报告

了相应回归结果。列（1）和列（2）显示，政策实施显著促进了弹性出让规模的扩大，弹性出让地

块总数和总面积分别增长约 11.5% 与 15.5%。列（3）至列（5）按土地用途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

规模扩张主要集中于工矿仓储用地，其弹性出让地块数量在政策推行后提升了约 15.2%。这一

结果与地方实践相符，尽管部分地区将政策延伸至商服、科研等领域，但工矿仓储用地仍是政

策聚焦的核心。为保障估计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基于模型（2）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如附录图

A5所示，政策实施前各期，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弹性出让数量均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弹性出让地块数量显著上升，且效应持续增强。

最后，为考察弹性出让用地的产业流向，本文进一步对政策影响的产业异质性进行分析。

鉴于前文发现政策效应主要集中在工矿仓储用地，本部分仅针对该类土地用途展开分析。图 2
报告了相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弹性出让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弹性用地规模，其出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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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95% 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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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限于篇幅，具体检验结果详见附录稳健性检验、表 A2、图 A3。

 ② 在地方实践过程中，部分地方政策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同样纳入弹性出让政策范围，但因出让对象主要面向公共服务相关机构，不涉

及产业发展，因此不纳入本文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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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总数在政策实施后增长了约 12.3%。这符合前文对直接出让模式效应的预判，即通过弹性年

期出让能直接满足制造业企业的用地需求。与此同时，政策也显著促进了房地产业获取工业用

地的规模，该产业的弹性出让用地总数增长了约 5.2%。这印证了前文对间接出让模式效应的预

判，即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弹性出让获得土地，建设标准厂房、研发楼等产业空间用于出售或

出租，从而间接增加有效空间供给，进而为政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支撑。①在两种模式共同作用

下，弹性出让政策为企业进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与灵活性。为检验结果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

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弹性出让地块总面积重新进行估计，结论保持一致（参见附录图 A6）。
 
 

表 2    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与弹性出让规模变化

（1）弹性出让地块

数量（Ln）
（2）弹性出让地块

面积（Ln）

弹性出让地块数量（Ln）

（3）工矿仓储用地 （4）商业服务业用地 （5）科教科研用地

ELR 0.115* 0.155* 0.152** −0.014 −0.006

（0.068） （0.093） （0.072） （0.047）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091 4 091 4 091 4 091 4 091

调整后的R2 0.549 0.428 0.514 0.503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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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图 2    弹性出让政策对工矿仓储用地地块数量的影响（95% 置信区间）
 

2. 资产专用性风险

上述结果表明，弹性出让政策的实施显著改变了产业用地的合约年限选择。为深入解释这

一变化的内在逻辑，本文进一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政策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检验。弹性出

让政策促进企业进入的重要机制之一为降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风险，表现为土地以及附属其上

的固定投资的直接降低，这会体现在地块出让的合约设计特征上。为深入考察弹性出让模式下

的合约设计特征，本文基于 2008—2022 年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各城市产业用地微观交易数

据，系统比较弹性出让与传统出让在地块指标上的差异。因前文证实弹性出让规模变化主要集

周剑涛、魏浩宇、李廷烨、王    博：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如何助推企业进入？

 ① 需说明的是，间接出让模式可能会引发“变相房地产开发”的担忧。在政策层面，无论是中央顶层设计还是地方实践，均明确将商品住

宅开发列入负面清单，并通过严控配套设施用房占比、实施全生命周期监管等措施予以遏制。为进一步验证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本文将上

述房地产业购地主体与工商企业登记注册信息进行匹配，借此得到更全面的企业主营业务信息。数据显示，在所谓“房地产业”购地企业中，

18.83%为国有企业（多为地方开发建设平台）；民企中，仅有 26.59%属于传统房地产开发企业，其余 73.41%广泛分布于制造业（18.11%）、金

融业（13.70%，多为产业基金或投融资平台）及其他生产性服务业（36.43%，含建筑、科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为进一步排除干扰，本文剔

除上述 26.59%的传统房企后重新回归，核心结论依然稳健（详见附录表 A3）。这些证据表明，弹性出让政策框架下的房企参与主要服务于产

业空间供给，而非投机性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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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工矿仓储用地，本部分分析也限定于此类用地。在剔除出让年限缺失或记录有误的样本

后，最终保留有效出让记录 58万余宗。本文建立如下模型，以识别弹性出让模式下的地块指标

与普通出让模式的差异：

Landct = α+βElasticityct +γX+σc+ρt +εct （3）

Landct

Elasticityct

其中， 表征各类土地出让指标，包括单位地价（对数）、出让面积（对数）、容积率、建筑密度

和亩均土地投资强度（对数）； 为哑元变量，表征是否为弹性出让，当地块出让年限低

于法定年限 50年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其余设定与模型（1）相同。

表 3 列示了模型（3）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显示，弹性出让地块的单位地价比传统出让

地块低 43.9%，土地成本显著下降。列（2）表明，弹性出让地块的出让面积比传统出让方式减少

了 40.3%，这反映出弹性出让模式下地块呈现明显“小型化”倾向。列（3）和列（4）中容积率与建

筑密度等规划指标均不显著，说明两类地块在建设强度方面无系统性差异。列（5）显示，弹性出

让模式下的亩均投资强度显著低于传统模式，降幅约为 5.8%，可见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约束也

得到了缓解。
 
 

表 3    弹性出让模式下工矿仓储用地地块出让指标差异

（1） （2） （3） （4） （5）

单位地价（Ln） 出让面积（Ln） 容积率 建筑密度 亩均投资强度（Ln）

Elasticity −0.439*** −0.403*** −1.550 0.897 −0.058**

（0.071） （0.051） （1.399） （4.074） （0.0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70 639 586 795 558 053 520 308 371 266

调整后的R2 0.446 0.087 0.003 0.002 0.257
 

这些结果共同说明，通过降低单位地价、缩小地块规模并放松亩均投资强度，弹性出让模

式显著减少了企业前期所需的沉淀投资规模。在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前期沉淀投资下降直接

降低了企业因投资失败或转型而面临的沉没成本损失。虽然投资规模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资产

专用性，但规模减小意味着企业被“锁定”在特定地块和用途上的财务风险相应降低，这为企业

管理其资产专用性水平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具体而言，企业既可选择降低整体资产专用性水平

以增强适应性，也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更具专用性的固定投资（例如定制化厂房、专用生

产线等）。可见，弹性出让通过改变初始投资约束，影响了企业面对专用性投资时的风险与激励

结构，本文的研究假说 H1得到了支持。

3. 不确定性风险

弹性出让政策促进企业进入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于其可能可以弱化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

险。理论上，弹性出让政策通过提供相对短期且灵活的合约安排，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事前的信

息搜集与评估成本，以及事后因市场变动引发的再谈判成本，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

险。然而，受数据所限，企业层面的风险感知与交易成本难以直接观测。为此，本文采用一种间

接检验策略：如果弹性出让政策确实有助于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那么其政策效果预计在外

部不确定性更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构建城市层级经济不确定性指数（CEUI）以捕捉地区间不确定性差

异。传统基于新闻文本的全国性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如 Baker等提出的 EPU 指数）难以反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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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也无法识别企业在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应对差异（Baker 等，2016）。借鉴舒海兵等

（2024）的方法，本文利用百度搜索指数构建城市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进而将 CEUI 与弹性

出让政策的交互项纳入模型（1），以识别政策效果在不同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差异。

表 4 汇报了机制检验结果。列（1）显示，

基于 Huang 和 Luk（2020）所构建的全国层面

经济不确定性指数（EUI）与弹性出让政策的

交互项不显著，说明全国性不确定性波动并

未对弹性出让政策效果产生调节作用，这与

EUI 无法捕捉地区异质性有关。列（2）采用舒

海兵等（2024）所构建的城市层级经济不确定

性指数 CEUI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在地区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弹性出

让政策对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强。该结果

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当外部不确定性较高时，

弹性出让政策会因其更灵活而对企业的吸引

力相对上升，从而增强了该政策的实施效

果。这间接证实了假说 H2，即弹性出让政策

能通过提供灵活性而帮助企业应对外部不确

定性。

（三）异质性分析
①

1. 组织结构

弹性出让政策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配套土地制度安排，②具有较强政策引导属性。

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筛选企业类型来兼顾风险防控与发展激励：规避非正式企业短期租约引

发的低效用地与违约风险，同时优先支持结构规范、潜力明确的企业以提升区域产业质量。因

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导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具有正式组织结构的企业通过弹性

出让模式获取土地。附表 A4分组 A回归结果显示，弹性出让政策显著促进了公司制企业进入，

对个体工商户影响不显著，且显著抑制了农村专业合作社的进入，这表明政策效果存在明显的

组织结构异质性。该发现与 Lin等（2026）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引发企业结构转型的发

现一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的“用地制度替代”效应。③其机制在于：政策推行前，部分资金

受限的初创小微企业无力承担传统长期出让模式的高地价，转而利用成本较低的集体建设用

地，常以农村专业合作社形式运营（包双双和何国军，2009）。但集体建设用地存在产权模糊、租

期短而不稳、配套不足、抵押权能受限等弱点（郑振源和蔡继明，2019），使企业面临周期性租金

重谈与续签风险、协商履约不确定性及运营效率低下等高额交易成本（杨少垒，2010；Lin 等，

2026）。弹性出让在降低取得成本的同时，提供了产权清晰、年限灵活、可抵押融资的优质替代

选项，这会激励企业将用地转向更规范的城市产业空间，在降低交易风险的同时助其获取集聚

 

表 4    异质不确定性风险下的弹性出让政策实施效

果差异

（1） （2）

Entry Entry

ELR 1.958 −2.362***

（1.463） （0.537）

ELR×LnEUI −0.370

（0.290）

LnCEUI 0.035

（0.068）

ELR×LnCEUI 0.250***

（0.0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091 3 274

调整后的R2 0.785 0.808

周剑涛、魏浩宇、李廷烨、王    博：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如何助推企业进入？

 ① 限于篇幅，所有分析结果详见附录表 A4-A6。

 ② 详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16/content_

9855.htm）。

 ③ 当前微观企业层面的完整用地轨迹数据（特别是企业在不同产权性质用地间的变更数据）目前难以系统获取，本文暂无法在企业用地

层级直接检验这一变迁路径，有待未来更细维度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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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因此，弹性出让在促进公司制企业进入的同时，吸引了部分依赖集体用地的生产组

织退出集体建设用地或向规范化形态迁移，从而表现为对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抑制效应。

2. 企业规模

不同类型企业在传统出让与弹性出让两种模式下的交易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依据自

身特征做出最优合约选择。在位企业已处于成熟阶段，生存不确定性低、资金约束宽松，扩大生

产时倾向大规模土地投资，资产专用性较高。为规避由此引发的再谈判成本，在位企业更偏好

传统出让以获取稳定的长期产权保护，因此弹性出让的交易成本节约效果相对有限。初创企业

则面临较高的生存不确定性与融资约束，倾向控制用地规模以降低资产专用性风险。弹性出让

能通过较低出让金或按年支付租金缓解企业前期资金压力，通过短期合约赋予其根据市场变化

灵活调整的能力，显著降低了不确定性引致的再谈判成本。因此，弹性出让对初创企业的成本

降低效应更为显著。为验证此猜想，本文参考 Bai 等（2025）的研究，按注册资本将企业分为大

（大于等于 1 500 万元）、中（大于等于 200 万元且小于 1500 万元）、小（小于 200 万元）三类进行

分组回归。表 A4分组 B显示，弹性出让对不同规模企业进入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梯度特征明

显：小型企业效应最突出，每百人增 0.098 家，占总效应 76%，中、大型企业分别为 0.024 家和

0.006家。这表明政策促进效应集中于小型初创企业，间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机制。以注册资本

阈值、产业门类中位数及平均数等标准重新分组估计后，结论保持稳健（详见附录表 A5）。

3. 行业类型

本节考察弹性出让政策对企业进入的行业异质性影响。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文将企

业划分为 18个门类分别进行检验。附录图 A7结果显示，政策对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行业进入

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涵盖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信息技术、金融、房地产、商务服务、科研技

术、教育和文体娱乐等行业；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则相对有限。上述差异与弹性出让的两类

实践模式对应，即直接出让与间接出让模式。基于此，政策影响并不局限于直接受让行业，而是

通过激励房地产企业以弹性年限拿地，建设标准厂房、研发楼等多样化物业，经由租赁市场为

各类企业提供多元、低成本、灵活的空间供给，从而改变产业空间供给结构，间接降低交易成本

并激励企业进入。行业反应差异可从交易成本视角进行进一步解释。第二产业的工业企业通常

将大量资本投入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资产专用性较高，且技术与市场环境变动相对缓慢，不

确定性低，因而更倾向传统长期出让以锁定使用权，防范再谈判与“要挟”风险。相反，服务业

企业的核心要素多为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或品牌资源，土地专用性投资较低，且面临快速变化

的市场需求与强竞争不确定性，更看重用地灵活性与低初始成本。弹性出让通过激励市场增加

适宜租赁的轻型、模块化空间供给而降低初始成本，这恰好回应了该类企业对“灵活、低成本、

高可及性”空间的核心诉求。综上，行业间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的结构性差异是导致政策效

果呈现显著异质性的重要原因，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

4. 经济规模

本节考察弹性出让政策的城市经济水平异质性。政策有效运行依赖良好的市场与制度环

境，否则其“灵活性”可能异化为新的“不确定性”。经济水平越高的城市市场厚度越厚，其拥有

活跃的土地市场、丰富的专业服务和畅通的信息渠道，进而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

本；同时，高经济水平城市的交易流程更标准化，竞争更充分，这些有助于压缩谈判成本；此外，

高经济水平城市制度环境更为规范透明，政策执行稳定性高，能保障弹性合约被严格执行，降低

事后再谈判风险。相反，低经济水平城市市场厚度不足，土地交易活跃度低，合约异质性将推高

事前搜寻与谈判成本，加之政策执行随意性较大提高了事后再谈判成本高，企业需承担合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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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约履行的风险，进而抑制其进入意愿。为验证此猜想，本文按样本基期 GDP 水平将城市三

等分为低、中、高三类，分别检验政策效果。附录表 A4 分组 C 结果显示，弹性出让对高经济水

平城市的企业进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每百人工商企业数量平均增加 0.278家，为全样本平均

效应的两倍以上，而在中、低经济水平城市中效果不显著。在模型（1）中引入“ELR×城市经济水

平”交互项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一致（详见附录表 A6）。上述结果支持了理论推断，也从侧面

验证了政策效果高度依赖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制度环境。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

析框架，利用 2008—2022 年全国 277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

了弹性出让政策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效果及内在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直接出让与间接出让

两类模式，产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入，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

然成立，说明其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弹

性出让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方面，弹

性出让显著降低了单位地价、出让面积和亩均投资强度，从而降低企业前期沉淀投资所产生的

资产专用性风险；另一方面，弹性出让政策在外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城市中效果更为显著，体

现了其具有通过灵活合约降低不确定性风险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弹性出让政策主

要惠及小型企业、服务业企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说明改革效果依赖于微观主体特

征与宏观制度环境。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强、灵活性需求高的企业获益更大，同时良好的制度

环境可避免“灵活性”异化为“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方面，应推行差异化供地策略，强化对中小

企业、初创企业及现代服务业的精准支持。研究显示，弹性出让政策对小微企业、服务业等用地

主体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应在弹性出让制度框架下实行“分类指导、一企一策”；针对中小企

业、轻资产服务业等主体，可适度降低首期土地价款支付比例、缓解投资强度约束，并提供年期

较短、退出机制更为灵活的用地安排；对成熟大型工业企业，则可探索“弹性年期+长期使用权”

的组合型供地模式。通过精细化政策设计，提升土地供应结构与产业发展特征之间的匹配度，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要完善配套制度与实施能力建设，提升政策执行效能与

区域协同水平。研究表明，弹性出让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实施

效果更为显著。为此，应加快建设统一规范的土地市场信息发布与服务平台，降低企业信息获

取与交易协商成本；建立与弹性出让相衔接的全过程履约监管、绩效评价及续期服务机制，稳

定企业产权预期，防范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加强弹性出让与行政审批改革、融资支持、产业

激励等政策的系统联动，构建“用地—融资—服务”一体化政策支持体系。同时，需重点加强对中

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的政策指导与资源倾斜，推动弹性出让政策成效在区域间均衡发展，进而

实现土地要素配置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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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Flexible Transfers of Industrial Land Boost Firm
Entr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Zhou Jiantao,  Wei Haoyu,  Li Tingye,  Wang B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4, China)

Summary:   Under China’s current l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local governments predominantly allo-
cate industrial land through long-term transfers at maximum statutory terms, imposing high upfront costs on
firms and limiting entry flexibility. To address these constraints, China has progressively explored flexible in-
dustrial land transfer model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largely focus on policy design and macro-level out-
comes, lacking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flexible transfers affect firm entr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Using panel data from 27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8 to 2022 and a staggered DID model, this pa-
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lexible industrial land transfer reform on firm entry from a micro-level perspec-
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irm entry, increasing newly registered firms by
0.129 per 100 people on average.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flexible contracts reduce upfront land acquisi-
tion costs, investment intensity, and asset specificity risks, and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in cities with higher eco-
nomic uncertainty, confirming the uncertainty-mitigation channe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reform is concentrated among small firms, service industries, and high-income cities, whereas
the impact on large firms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is relatively limited. The reform also significantly pro-
motes the entry of formal corporate entities while suppressing that of rural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reflec-
ting a “land institution substitution” effect.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moving beyond the intuitive logic in exis-
ting literature that flexible transfers merely lower land costs, it constructs a dual-dimensional micro-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sset specificity—uncertainty” and expl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structure how the
flexible land transfer reform affects firm entry,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Second, it incorporates
the contract structure of land, a foundational element in the real economy,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n-
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offering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designing inclusive and adaptable “entrepren-
eurship-friendly” land policies in various regions. Third, it provides robust causal evidence on the effect of the
reform,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prior case-based studies and offering more direct and precis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flexible transfer policies.

Key words:  land element marketization； firm entry； industrial land； flexible transfers； transac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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